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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应： 
证据、质疑与建议* 

李  琼 1  黄希庭 1  尹可丽 2 
(1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2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昆明 650500) 

摘  要  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指病程长、治愈难、治疗周期长、严重情况下会危及生命且严重影响患者及其

家属正常生活的疾病。研究发现, 乐观、抗争勇气、心理一致感、受益发现和创伤后成长等积极心理因素在

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应对过程中能产生积极效果, 并证实积极心理通过生物加工、行为加工、社会加工三条

路径促进患者对疾病的应对。对疾病态度或感知进行干预以及直接诱发积极心理等干预方法能对疾病康复产

生良好的效果。对该领域研究的质疑主要包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积极心理和疾病应对间因果关系的明确

程度两个方面。针对质疑, 未来研究应以实验法为主导并结合其它方法, 进一步探讨积极心理与疾病应对和康

复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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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7年 Engel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
篇里程碑式的文章, 指出除生物因素外, 社会心
理因素也会影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 (Engel, 1977), 
由此引发了对心理因素影响健康和疾病进程研究

的关注。2000 年 Seligman 和 Csikszentmihalyi 倡
导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运动引发了
探 讨 积 极 心 理 效 应 的 热 潮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受其影响, 研究者越来越
多地关注积极心理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 其中疾
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应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

一。在该领域, 当前研究关注最多的是积极心理
在癌症、艾滋病、冠心病等疾病治疗中的作用, 这
些疾病具有以下共同特点：病程长、治愈难、治

疗周期长、严重情况下会危及生命且严重影响患

者及其家属的正常生活 , Aspinwall 和 Tedeschi 
(2010)将这些疾病统称为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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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ic life-threatening illnesses)。当前, 研究者已
经证实“快乐(happiness)”和“更健康、更长寿地生
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 但对积极心理在危及生
命的慢性疾病应对和治疗中是否能发挥积极效应

尚存在质疑和争论(Frey, 2011)。譬如, 2008 年 3
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行为医学年会”上, 研究者
曾针对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

应专门进行了讨论 , 一些期刊如《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 (2005 年 第 9 期 )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10年 39期)也曾开辟特刊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虽然存在质疑和争论, 但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还
是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该领域

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争论和质疑做一总结和述

评。文章首先述评了积极心理在危及生命的慢性

疾病应对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证据及相关研究成果, 
包括已有研究发现的有利于疾病应对的积极心理

因素、这些因素发挥积极效应的路径以及积极心

理干预与其效果。之后述评了该领域研究中存在

的质疑与争论,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争论
和质疑的建议。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中所指的

疾病均是指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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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利于疾病应对的积极心理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 诸多积极心理因素在危及生
命的慢性疾病应对中能起到积极效果, 目前研究
较多的是以下几种, 乐观、一致感、抗争勇气、
受益发现和创伤后成长等。 
2.1  乐观 

乐观 (optimism)是指对未来好结果的期待
(Scheier, Weintraub, & Carver, 1986)。诸多研究证
实乐观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许多危及生命的慢

性疾病, 例如头颈癌(Allison, Guichard, Fung, & 
Gilain, 2003)、冠心病(Tindle et al., 2009)、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感染(Taylor, Kemeny, Reed, Bower, & 
Gruenewald, 2000)等。研究表明, 乐观使患者在疾
病应对中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 感到自己更有能
力应对疾病(Nes & Segerstrom, 2006), 与患者康
复期间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Scheier et al., 1989), 
可以显著地预测病后身体的恢复状况(Rasmussen, 
Scheier, & Greenhouse, 2009)。 
2.2  抗争勇气 

抗争勇气 (fighting spirit)这一概念主要出现
在癌症应对研究领域, 它起初被定义为一种指向
癌症的态度 , 后来又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 , 
具有“抗争勇气”的病人将癌症看做一个挑战, 他
们有决心对抗癌症 , 不允许癌症破坏自己的生
活。研究表明 , 抗争勇气与低水平的情绪紊乱 
(Cordova et al., 2003)、积极的疾病结果(如高的康
复率、低的死亡率等 ) (Morris, Pettingale, & 
Haybittle, 1992)相关。有抗争勇气的癌症患者平常
更可能表现出无病的状态, 在研究评估后存活的
时间更长, 疾病复发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那些感到
绝望和无助的患者, 这种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甚至比生物因素或者治疗的效果还要强烈(Greer, 
Morris, & Pettingale, 1979)。 
2.3  心理一致感 

心理一致感(sense of coherence, SOC)体现了
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感受和认知, 是个体内部稳定
的心理倾向 , 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理解力
(comprehensibility)即个体认为面对的生活事件是
可理解的, 是心理一致感的认知成分; 管理能力
(manageability)即个体拥有的资源能够应对生活
事件提出的需求, 是心理一致感的工具成分; 意
义感(meaningfulness)指个体认为这些生活事件是

有意义且值得参与的, 是心理一致感的动机成分
(Antonovsky, 1987)。研究发现, 心理一致感可以
预测健康 , 一致感越强 , 健康状况越好(Eriksson 
& Lindstrom, 2006)。心理一致感独立于年龄、性
别、疾病类型等因素, 与 30%的死亡率减少相关
(Surtees, Wainwright, Luben, Khaw, & Day, 2003)。 
2.4  受益发现和创伤后成长 

受益发现(benefit finding, BF)和创伤后成长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两个概念源自于对
“不幸事件”反应的研究, 强调的是人们怎样反抗
不幸以及从不幸中恢复(Cowen, 2001)。研究表明, 
负性事件(包括身体疾病)发生之后的受益发现以
及个人成长作为个体处理压力或者创伤的结果是

普遍的(Sears, Stanton, & Danoff-Burg, 2003), 近
年来两个概念已经在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研究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elgeson, Reynolds, & Tomich, 
2006)。 
2.4.1  受益发现 

早期的研究者认为受益发现表征了一种人们

解释他们特有的享乐水平的方式 (Brickman, 
Coates, & Janoff-Bulman, 1978), 近年来研究者将
从不幸(包括疾病)事件中发现积极结果的过程定
义 为 受 益 发 现 (Harringtona, McGurkb, & 
Llewellync, 2008)。研究表明, 受益发现与乐观和
积极评价呈正相关(Harringtona et al., 2008), 与抑
郁呈负相关(Mock & Boerner, 2010)。危及生命的
慢性疾病中的受益发现促进了患者对疾病的适应

和应对(Ando et al., 2011), 降低了患者疾病症状
的出现率和疾病的发病率(Bower, Moskowitz, & 
Epel, 2009; Low, Stanton, & Danoff-Burg, 2006)。 
2.4.2  创伤后成长 

创伤后成长指经历创伤和不幸后产生积极变

化的现象(O'Leary & Ickovics, 1995), 特别强调人
们在经历那些可能会粉碎他们假设世界的创伤事

件后的积极转化, 经历创伤后人们往往需要对自
我、他人和将来的基本信念进行重新定义, 进而
产生个人成长, 这种成长包括更大的个人力量、
更多对生活的感激、更好的人际关系、精神上的

改变和发展以及新的生活际遇等 (Taku, Cann, 
Calhoun, & Tedeschi, 2008)。研究表明, 创伤后成
长能减少压力和愤怒, 使患者变得更乐观、外向
(Tedeschi & Calhoun, 1996; Garland, Carlson, Cook, 
Lansdell, & Speca, 2007), 对疾病进行更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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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nefski, Kraaij, Schroevers, & Somsen, 2008; 
Powell, Ekin-Wood, & Collin, 2007), 并改善患者
的健康状况(Barskova & Oesterreich, 2009)。 

在发现并验证了上述积极心理因素能对疾病

应对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 研究者也对积极心理
影响疾病应对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探讨, 并发现了
积极心理影响疾病结果的三条路径, 这些影响路
径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3  积极心理促进疾病应对的路径 

3.1  生物加工路径 
生物加工(biological process)路径指积极心理

通过机体内部的生物途径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当前对生物加工路径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积极心理

对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研究发现积极
心理能引起患者神经内分泌的变化, 使免疫系统
功能发生积极改变, 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免疫缺陷
病毒感染。 Taylor, Lerner, Sherman, Sage 和
McDowell (2003)基于实验室控制的研究发现, 当
面对疾病带来的压力时, 自我增强能使皮质醇水
平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并激活下丘脑-垂体
轴, 从而降低心脏血管反应, 提高心脏血管恢复
的速度。一项对经历由于艾滋病而使亲人死亡且

感染了HIV病毒的 40名男性的调查发现, 患者基
于损失和疾病的意义发现引起了他们 CD4细胞水
平的慢速下降以及 AIDS 死亡率的降低 (Bower, 
Kemeny, Taylor, & Fahey, 1998)。另外, 对乳腺癌
患者的调查表明, 癌症应对过程中的受益发现和
创伤后成长可以影响神经内分泌(例如皮质醇)和
免疫功能指标, 进而减慢了乳腺癌病人的疾病发
作, 延长了存活时间(McGregor & Antoni, 2009; 
McGregor et al., 2004)。 
3.2  行为加工路径 

行为加工 (behavioral process)路径指积极心
理通过影响患者的外部行为来影响健康, 包括关
注健康风险、表现出有益健康的预防性行为、疾

病后有益恢复的健康饮食、运动以及与临床医师

更好地沟通等。研究发现, 对危及生命的慢性疾
病患者而言, 乐观会使他们产生多种形式的有利
于健康的预防性行为和自我关心, 包括更多的锻
炼、健康的饮食、不吸烟等 (Giltay, Geleijnse, 
Zitman, Buijsse, & Kromhout, 2007; Steptoe, 
Wright, Kunz-Ebrecht, & Iliffe, 2006), 反之, 悲观

会使他们表现出更多不利于健康的行为, 例如不
安全的性行为、自杀等 (Borowsky, Ireland, & 
Resnick, 2009)。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 PA)可以
加强患者对治疗的坚持, 能使疾病的症状、疾病
带来的疼痛以及发病率等显著减少 (Coopera, 
Lloyda, Weinmanb, & Jacksona, 1999; Pressman & 
Cohen, 2005)。两项对患有心脏血管疾病老年人的
调查发现, 乐观独立于年龄、教育程度等社会人
口统计学因素以及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

指标, 与轻快的步行、适度的酒精消费、不吸烟、
更多水果、蔬菜等的摄入以及全部能量的摄入等

健康饮食和行为相关(Giltay et al., 2007; Steptoe et 
al., 2006)。 
3.3  社会加工路径 

社会加工(social process)路径指积极心理通
过社会环境信息来影响患者的健康, 例如感知到
更多、更好的社会支持, 社会关系质量的提高等。
Barskova 和 Oesterreich (2009)综述了创伤后成长
与癌症、艾滋病、心脏病、多发性硬化症、风湿

性关节炎等疾病中健康指标的关系, 发现创伤后
成长与患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以及高质量的社会

关系相关, 这些社会环境信息会进一步影响以上
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另有研究也表明, 癌症病
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受益发现相关 (Dunn, 
Occhipinti, Campbell, Ferguson, & Chambers, 
2011), 有助于改善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减少疾病
症状 , 增强对疾病的适应和应对 (Petrie, Buick, 
Weinman, & Booth, 1999; Steptoe, Dockray, & Wardle, 
2009)。乐观者能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对自己人
际关系的满意度更高, 所以能更好的对疾病做出应
对 (Brissette, Scheier, & Carver, 2002; Srivastava, 
McGonigal, Richards, Butler, & Gross, 2006)。 

4  积极心理干预及其效果 

如上文所述, 积极心理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
和免疫功能、健康行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等路

径促进疾病的康复。但当身患疾病时, 很多人都
无法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疾病, 有的甚至被疾病
带来的压力打垮。鉴于此, 在实际临床应用中, 研
究者往往通过对患者实施心理干预来诱发积极心

理 , 临床应用证实积极心理干预的效果是良好
的。当前研究者主要采用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相

结合的实验性干预(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方法



166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0卷 

 

 

来进行积极心理干预 , 即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 
一组进行心理干预, 一组作为控制组, 一段时间
的心理干预后, 通过将干预组和控制组被试的健
康状况进行比较来考察心理干预的效果。当前主

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心理干预, 其一是对患者对
疾病的态度或感知进行干预, 其二是通过心理干
预直接诱发积极心理。 
4.1  对患者疾病态度或感知的干预 

大量患者在患病后往往对疾病持有敌对态度

或无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疾病 , 针对这种情况 , 
研究者往往对患者的疾病态度或感知进行干预。

这种干预方法的操作过程如下, 首先通过问卷等
方法测量患者疾病态度或感知的基线水平, 并通
过疾病态度分数、年龄等因素对患者进行匹配 , 
分为干预组和控制组。具体的干预方法包括：解

释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原理(疾病的症状)、引导患者
考虑除生理原因之外其他影响疾病进程的因素

(例如不健康饮食、吸烟、缺乏运动等)、提供更多
个体控制和管理疾病的途径、增强控制危险因素

的信念、书写自我管理的行动计划(例如改变饮
食、加强运动等)、评论患者的行为计划和症状恢
复状况等。在一段时间的干预后, 通过患者的自
我报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来考查患者的疾病态

度或感知, 并测量各种生理、行为、社会指标, 以
此来考查心理干预对疾病态度和健康状况的影

响。Gidron, Davidson和 Bata (1999)选取 22名患
有冠心病并对疾病持有高敌对态度的患者进行疾

病敌对态度减少的干预 , 两个月的心理干预后 , 
对患者的敌对水平和血压进行检测, 发现干预组
被试对疾病的敌对态度显著的降低, 心脏舒张血
压水平也显著降低, 而且减少的敌意水平与减少
的舒张压水平呈正相关。另外一项研究是在医院

对心肌梗塞患者的疾病感知进行心理干预, 结果
表明干预显著地改变了患者对疾病的感知, 相比
控制组, 干预组被试对疾病的感知发生了积极变
化 , 他们对疾病的控制和治愈持更乐观的态度 , 
相应地疾病症状显著减少, 身体得到了更快的恢
复, 并为出院做了更好的准备, 3个月的追踪调查
发现干预组患者疾病症状的发生率低于控制组 , 
能更快地回到工作中去 (Petrie, Cameron, Ellis, 
Buick, & Weinman, 2002)。 
4.2  直接诱发积极心理的干预 

最常用的诱发积极心理的方法是让患者进行

认知行为压力管理 (cognitive–behavioral stress 
management, CBSM), 该方法是一种通过放松、加
强自信、管理消极情绪等训练减少悲伤的心理干

预方法, 常通过团体辅导的方式, 每周对患者进
行一定时间的认知行为压力管理技术的教授和练

习, 例如, 通过培训让患者知道如何更好地应对
每天的压力、如何最优化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如何集中精力在疾病和治疗相关的问题上、如何

通过肌肉放松和想象放松减少焦虑、鼓励患者去

表达自己的情绪、增强患者的自信心, 并鼓励患
者每天都进行认知行为压力管理的练习。

McGregor 等(2004)采用认知行为压力管理的干预
方法对 29 名乳腺癌患者进行为期 10 周的心理干
预, 发现干预组被试感知到了更多、更强的受益
发现, 增加的受益发现可以预测 3 个月后免疫指
标的改善。随后, Antoni等人(2006)采用认知行为
压力管理的方法对 199名乳腺癌患者进行了 10周
的心理干预, 1年后的调查发现干预组被试积极的
生活方式显著的增加, 健康危害和社会危害性行
为显著的减少。也有研究采用和认知行为压力管

理类似的方法进行心理干预。刘艳等人(2001)选取
40 个正在接受放疗的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根据年龄、婚姻状况、人格、情绪反应、肿

瘤分期、免疫功能及临床治疗的匹配情况将被试

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 随后采取程序性肌肉
放松训练和内外境想象(海滩风景、免疫细胞攻击
癌细胞)的干预方法对患者进行了一个月的心理
干预, 在干预的前后, 分别采取病人的唾液和血
液测定 NK 细胞的活性, 结果发现干预组被试的
NK 细胞活性显著提高, 使用促白细胞增加药物
的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王建平、林文娟和陈仲

庚(2002)针对化疗患者常见的恶心呕吐、烦躁不安
等副作用, 运用“适应性准备”的教育性干预和“放
松内心意象法”的训练和练习对 129 名癌症化疗
患者进行心理行为干预, 结果发现干预组患者各
项情绪指标、总的情绪状况、生活质量各指标均

有明显改善。王建平等(2006)对 408名接受放化疗
的癌症患者进行放松和意象想象的训练, 在放疗
或化疗前对病人在渐进性肌肉放松的基础上进行

“放松内心意象法”的训练, 肌肉放松的过程放疗
病人和化疗病人相同, 内容与治疗方法相吻合。
结果发现, 干预组患者治疗后各项情绪、功能、
症状指标和总体生活质量比对照组改善明显, 放



第 10期 李  琼等: 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应：证据、质疑与建议 1667 

 

 

疗或化疗后干预组病人的各项指标都可以回复到

治疗前的状态, 而情绪和总体生活质量显著好于
治疗前。Andersen 等人(2004)对 227 名乳腺癌妇
女进行心理干预, 干预前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对
被试进行了情绪忧伤、社会适应、健康行为的评

估, 并抽取了 60mL 的血液样本作为初始的免疫
测定 , 随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控制组 , 
采用的干预策略包括减少压力、改善情绪、改变

健康行为、对治疗的坚持等。与预测一致, 干预
组被试的焦虑水平显著的降低, 并改良了饮食习
惯, 减少了吸烟行为且感知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 
她们的免疫指标也得到了积极改变(T细胞的增殖
等)。11年后的追踪调查发现干预组患者癌症的复
发率和死亡率均有所降低。 

当前, 积极心理干预已经在临床上被广泛的
应用于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的治疗中, 其效果已
得到了研究者和患者的一致认可, 这进一步证实
了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应。 

5  质疑与建议 

5.1  质疑 
如前文所述, 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危及生命

的慢性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应, 但该领域的
研究一直存在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第
一, 对所用研究方法科学性的质疑。该领域当前
主要采用纵向研究方法, 该方法通过对危及生命
的慢性疾病患者进行追踪调查, 考察积极心理与
最终疾病结果之间的关系。譬如, 一项经典的针
对艾滋病患者的纵向研究是这样进行的, 首先通
过艾滋病群组研究和艾滋病社会心理研究等机构

招募被试, 然后对被试进行调查选取符合要求的
被试 40 名(感染 HIV 病毒时间至少两年, 近期经
历了 AIDS 相关的亲人丧亡), 开始研究后, 每六
个月进行一次艾滋病症状的检测和考察影响疾病

进程因素的访谈, 2到 3年的追踪调查发现, 患者
从亲人丧亡和疾病中发现的意义独立于基线健康

状态等其它变量 , 和低的死亡率相关 (Bower, et 
al., 1998)。但基于纵向研究只能得出积极心理和
疾病结果之间的相关, 不能得到二者之间的因果
关系, 所以有研究者对基于非实验研究方法的研
究结论持质疑态度, 认为此类研究夸大了积极心
理在疾病应对中的作用, 并提供了一些反驳的证
据。如 Allison 等(2003)的研究发现, 乐观和癌症

患者死亡率之间的相关并不显著。Watson, 
Homewood, Haviland和 Bliss (2005)进行的一项为
期 10年的追踪研究同样没有发现“抗争勇气”与癌
症患者高存活率之间的相关。另一项基于早期乳

腺癌患者的大样本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Phillips, et al., 2008)。第二, 对积极心理和疾病应
对之间因果关系可靠、明确程度的质疑。见于纵

向研究的缺陷,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运用实验法来
探讨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应, 
尝试考察积极心理和疾病康复之间的因果关系

(Robles, Brooks, & Pressman, 2009)。虽然当前已
经使用了实验法来探讨积极心理和疾病应对之间

的关系, 但是该领域的实验研究还缺乏能证实积
极心理与疾病应对之间非常明确且坚稳因果关系

的证据。譬如, Fredrickson, Mancuso, Branigan和
Tugade (2000)考察了压力条件下的积极心理效应, 
在该实验中, 首先在实验室诱发被试的焦虑情绪
并引起心脏血管的反应, 然后通过电影诱发积极
(满意、愉快)、中性和消极情绪(悲伤), 之后被试
完成压力任务, 结果发现积极情绪(满意、愉快)
条件下的被试在压力任务后表现出更快速的心脏

血管恢复。虽然实验室研究可以对积极心理进行

精确的实验室控制, 对积极心理引发的生理结果
进行客观测量, 其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在实验室
中不能复制由癌症等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所带来

的压力等, 由此得出的积极心理和疾病应对之间
因果关系的坚稳性和外推效度自然大打折扣。第

三, 对一些积极心理概念界定和测量是否科学、
全面、准确的质疑。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当前研究

对受益发现这一概念的界定不是很清楚(Coyne & 
Tennen, 2010), 还有研究者认为对创伤后成长主
要是采用量表测量, 但该测量工具不能测量出真
实的成长(Wilson & Ross, 2001; Karney & Coombs, 
2000; Karney & Frye, 2002)。针对上述争论与质疑, 
未来研究应该注重以下问题的解决。 
5.2  建议 
5.2.1  进一步探讨积极心理和疾病应对间的因果

关系 
探讨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

效应的目的在于考察在怎样的情况下积极心理可

以产生更好的健康结果。基于纵向研究, 仅是得
出积极心理可以预测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患者的

身体健康状况, 即使很好地控制了最初的基线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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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平、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 基于纵向研究的
结论仍不能做出因果关系的推论。因为可能存在

第三个不可测量的变量的影响, 如患者的家庭环
境可能会是某一积极心理影响疾病康复的中介变

量或调节变量, 而这些变量的影响不能完全从纵
向研究中去除。所以, 未来研究应通过实验法进
一步深化和澄清积极心理与疾病应对和康复间之

间的因果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实验法可
以弥补纵向研究的缺陷, 但是实验室研究有其固
有的缺陷, 如即使实验室研究得出 A与 B之间的
因果关系, 由于这些结果常常是在一些外界环境
被控制的条件下产生的, 不能确信在真实的环境
下是否还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Diener & Chan, 
2011)。所以, 在基于实验室研究探讨因果关系时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寻求更加坚稳的指
标来证实积极心理和疾病应对之间的因果关系 , 
如反应某一疾病康复的各种生理指标。第二, 实
验前必须对患者的外部资源、生理指标等进行充

分完整地测量、评价和控制, 以控制这些变量对
因果关系的影响。同时, 要对实验数据进行必要
的统计控制, 因为在有些情境下, 积极心理与健
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由于统计控制的失败造

成的。第三, 使用过程指向的实验设计来检测积
极心理对疾病应对的影响。在积极心理对疾病康

复影响的研究中, 如果只考虑积极心理对最终的
疾病结果(例如死亡率)的影响而忽略其对疾病进
程的影响, 则有可能忽略许多重要的信息。例如
已有研究表明, 积极心理即使没有成功减少死亡
率或者增加存活时间, 但是其改善了病人的社会
支持和生活质量、减少了疼痛和焦虑或者增加了

其它健康行为, 这些信息对疾病患者仍然是有价
值的。第四, 因果关系是一个必须在动力系统中
理解的理论问题, 而且因果关系作为一个理论模
型是随着时间发展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
统中(积极心理和疾病康复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不能通过一个确定的实验来确定和证

明。总之, 未来研究应以实验法为主导, 深化对积
极心理和疾病康复之间因果关系的探讨。同时 , 
要结合其它研究方法, 通过多方法并行, 不断发
展、检测, 精炼, 进一步搭建因果关系的理论模
型。同时还应注重积极心理学、生物学、癌症等

疾病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验
证抽象的心理概念(如创伤后成长)和疾病康复之

间明确的因果关系, 得到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
证据。 
5.2.2  一些重要概念需进行更加准确地界定和

测量 
有研究者指出在该领域的研究中, 存在对某

些积极心理概念界定不清晰, 导致无法进行准确
测量的问题, 这一问题进而影响了对积极心理和
疾病应对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针对上述质疑 , 
今后研究在测量积极心理变量时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首先, 进一步界定和厘清易混的一些积
极心理概念, 保证在测量积极心理时, 是在单独
测量某一种积极心理变量, 而不是几种积极心理
变量的合成变量。其次, 应从积极心理变量的强
度和持续时间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测量; 第三, 测
量并比较现实中的积极心理变量和通过实验干预

引起的积极心理变量之间的异同; 第四, 收集除
自我报告之外的来自多个评价者(例如同伴、朋友)
的多重报告, 以此来测量积极心理变量。另外还
需要注意, 在对由积极心理引发的健康指标进行
测量时, 为了减少来自研究者的自我验证预测对
测量结果的影响, 需要将该测量结果和流行病学
数据库、最终结果数据库(End Results)以及疾病过
程中的记录、诊断为某种疾病时个体最初的社会

心理记录等数据进行比较, 然后再得出结论。 
5.2.3  研究结论的外推效度需要增强 

研究者对积极心理在疾病应对过程中的作用

质疑的一个原因是, 该领域一些研究结论的外推
效度不够。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研究结论往往
是来自于某一个特定的群体, 该结论有时不适用
于其它群体。譬如, Tindle 等人(2009)选取 97253
个妇女(其中 7994名非裔美国人)考察乐观与癌症
相关死亡率的关系, 结果发现, 在总体和白人妇
女样本中, 乐观不能预测癌症相关的死亡率, 但
是在非裔美国妇女中是可以的。因此批评者质疑

以往研究得出乐观可以预测癌症相关的死亡率仅

是针对非裔美国人, 不能适用于白人或者整个人
群。其次, 已有研究中积极心理对疾病结果的影
响主要集中在发病率、死亡率、疾病进程等指标, 
这些都是消极的健康指标, 而很少通过积极指标
来证实疾病应对中的积极心理效应。Seligman 和
Csikszentmihalyi (2000)认为单纯地考察积极心理
对这些消极健康指标的影响来证实疾病应对中的

积极心理效应是不够的, 应同时考察积极心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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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和积极两种指标的影响。针对上述两个问题, 
未来研究必须做好如下两点, 其一, 考察积极心
理在不同人群、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如积极心理对
不同年龄阶段的患者疾病康复的影响是否不同？

在疾病的初始阶段和生命最后阶段, 积极心理对
疾病应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对疾病应对的
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其二, 考察积极心理对各种
积极健康指标的影响, 比如伤口的快速愈合、较
低的血压水平、高心率可变性、副交感神经系统

的协调、最大氧气摄取量、低水平的纤维蛋白原、

肾脏和肝的储量等, 并比较积极心理对积极健康
指标和消极健康指标影响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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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o the coping of Chronic 
Life-threatening Illnesses: Evidence, Controversies an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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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life-threatening illness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cure and have longer duration would 
endanger the life in severe cases and seriously affect the lives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t is well 
documented that som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benefit find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sense 
of coherence, fighting spirit and optimism,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treatment of disease through biological, 
behavioral and social process. The method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cluding intervention to 
the attitude or perception of disease and inducing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had positive effect on 
disease coping. There were two main controversies, one was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methods and the other 
was the clarity of cas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disease coping. According 
to controversies, further work needs to be done to establish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coping and rehabilitation of diseases by relying mainly on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combining with other methods. 
Key words: chronic life-threatening illnesse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disease coping 


